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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代《市舶则法》的演变及其“官法同构”现象 

陈佳臻
1
 

【摘 要】：元朝在宋朝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国家对航海贸易事务的管理，在设立统一管理机构市舶司的同时，

又先后在至元三十年和延祐元年出台了《市舶则法》。“延祐市舶法”是在“至元市舶法”的基础上形成，从出台

之日至元末，大体沿用始终，并在具体运作中以通例形式加以发展补充。元代《市舶则法》具有“官法同构”特征，

通过规范市舶司官吏及其他“官”的权利义务，确保元朝航海贸易事务的良性运作，并进而实现规范“民”的效果。

这一法律规定属于对外管理章程，其主要目的在于约束元朝官民，确保海外贸易能为国家和民众谋取利益，而不在

谋求海上霸权，因此就这个意义讲，《市舶则法》可被视为元朝对外政策由军事向商业转变的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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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法同构”是朱勇在《论中国古代的“六事法体系”》《官法同构：中国古代的大国治理之路》等一系列文章中，提出并

作阐释的中国古代官制、法制的一种基本建构模式。1这一模式认为，中国古代社会主要由君主、官吏、民众三类社会群体所构

建的五种社会关系——君官关系、君民关系、官官关系、官民关系及民民关系组成。 

其中，官吏作为承上启下的社会群体，在这数对社会关系中位居最要。而中国古代法律体系的建构，是这些社会群体彼此

互动关系的文本规范和体现，其中尤其体现出因事设官、因官立法的“官法同构”特征：一方面，根据国家治理、社会管理的

需要设立官职；另一方面通过制定法律，规制所设立的各类职官的职掌责任及程序方式。 

基于这一特征，“官法同构”模式主张以“治官”为切入点，通过“治官”以达“治民”效果，进而实现“治官”与“治

民”的双重目标。该模式对进一步加深对中国古代政治运作的了解和认识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在这一视域下，对传统法律文

本的重新审视和再思考，不仅具有进一步检讨历史本身的意义，对我国法律史话语体系的构建也有重要的推进作用。 

关于元代海外贸易的研究，成果丰硕，不胜枚举。仅就专涉元代《市舶则法》的研究成果而言，首推陈高华与吴泰的《宋

元时期的海外贸易》、喻常森的《元代海外贸易》，以及高荣盛的《元代海外贸易研究》诸著对元代海外贸易的研究着力最深，

高氏《元代海外贸易研究》甚至辟有专章研究元代的《市舶则法》。 

此外，从法律文本出发对元代《市舶则法》的探究成果，还有王杰的《中国元代海事法规试探》、俞世峰与李远的《宋元时

期海上运输法中的国际私法规则研究——以〈市舶条法〉为视角》和张耀华的《〈至元市舶则法〉中的整治腐败条款》等文章。
2其余研究成果尚多，兹不枚举。 

不过，从学界总体的研究情况看，对元代《市舶则法》的研究时间大多较早，在 2003年《至正条格》发现之后，从法律文

本的角度进一步探讨其在元代中后期的适用情况的成果则尚未见到。本文拟结合《至正条格》所载《市舶则法》及相关内容，

探讨元代海外贸易最重要的法律文本《市舶则法》在元代中后期的演变情况，以及在“官法同构”视域下这一法律文本带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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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示意义。 

一、元代海外贸易及《市舶则法》的发展变迁 

无论就海外贸易规模、商品种类，抑或社会管理、法律制定，又或记载海外见闻的诸多问世作品来看，中国古代的海外贸

易在宋元时期达到巅峰状态，应该是一个不容置疑的结论。 

据前述研究成果，在两宋时期，与我国发生海上贸易往来的海外政权就多达五六十个，而元代则在此之上又有进一步发展。

元人汪大渊所著《岛夷志略》，就记载贸易往来对象近百个[1](P1-3），《大德南海志》中更是载有贸易对象多达 140 多个。[2](P29-40）商

品种类方面，南宋绍兴十一年（1141）的户部文书载各市舶司进口货物多达 330 余种，元代虽无官方文书明细记载，但从各地

方志所载观之，大致与宋代持平。[2](P46-47) 

空前的海外贸易盛况，促使宋元时期朝廷不得不加强对海外贸易的管理。这既有利于规范中外贸易秩序，朝廷亦可从中获

利，故两宋之际，宋朝于广州、泉州、明州、杭州、密州等处设有市舶司管理海外贸易，其中，广州、泉州的市舶司自设立起

就一直存在。 

元朝沿用宋制，在两宋的基础上设有广州、泉州、庆元三处市舶司。值得一提的是，在宋元易代之际，“素主市舶”，掌

握海外贸易大权的泉州阿拉伯大商人蒲寿庚降元，不但使泉州免于战火屠戮，巩固其在元代天下第一大港的地位，且使元朝得

以迅速掌握南宋大量的海舶和经营海外贸易的经验，为日后元朝的海外贸易奠定基础。[3](P262、P396、P801) 

有了管理海外贸易事务的机构，还需要相应的管理规则。元代的《市舶则法》就是在这一大背景下诞生的，是在对两宋市

舶管理制度和规定的总结基础上形成的。两宋时期，朝廷对海外贸易事务的管理尚处于探索发展阶段，因此并未直接出台较为

成熟、体系化的海外贸易法律法规。 

北宋神宗元丰三年（1080）出台“广州市舶条”，并将之逐步推广到其他市舶司。但是，神宗之后的历朝虽一再“续降”

条法，却始终未能形成完整统一的市舶条法，甚至不同时期的市舶条法还出现前后龃龉之处，给市舶管理造成一定障碍。[2](P71-72）

元朝灭亡南宋后，沿用南宋市舶旧制进行海外贸易管理。但因为朝廷远在大都，监管不力，海外贸易事务实际上是南方地方官

员私自掌控和鱼肉的“肥缺”。 

到了至元二十八年（1291），参政燕公楠向朝廷举奏了这种违法乱纪行为，指称“自归附之后，权豪富户每坏了市舶司的勾

当，出办的钱物，入官哏少有”，特别批评了在南方负责市舶事务的近臣忙兀台、沙不丁等“自己寻根利息”，每有船来，则

“教军每看守着，将他每的船封了，好细财物选拣要了”。为此，朝廷决定令有实务经验的前宋市舶官员李晞颜与留梦炎及其

他省官“圆议”，在“亡宋抽分市舶则例”的基础上，“比照目今抽分则例，逐一议拟于后”[4]（卷二二《户部八·课程（市舶）·市舶则法二十三条》,P874-875），

建立全国统一的元朝市舶制度。 

就目前流传的法律文献来看，元朝的第一份《市舶则法》于元世祖忽必烈至元三十年系统制定和出台，保存于《元典章》

中。这份《市舶则法》详细说明了制定则例的缘由，并附有相关则例二十三条，对市舶司职责、抽解征税比例、本朝官民及海

外来商所应遵循的权利义务作了详细规定。文件相对原始，今日得以窥其全貌。 

后来，海外贸易活动短暂地被元朝所禁止，大德七年（1303），诸处市舶司被革罢并持续约有四年，于武宗至大元年（1308）

恢复，至大四年又罢之。延祐元年（1314），由于“比闻禁止以来，香货、药物销用渐少，价值陡增，民用阙（缺）之”[5]（卷一八

《关市·市舶》,P533），中书省奏请重新恢复海外贸易。由于重新开禁市舶，元仁宗决定在忽必烈时期的《市舶则法》的基础上制定新的

《市舶则法》。随后，此一新的《市舶则法》被著录于元朝官方第一部法律汇编《大元通制》中。延祐七年，元朝又曾一度废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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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舶，至治二年（1322）即告恢复，此后终元一朝不再罢废。[6]（卷九四《食货二·市舶》,P2401-2403) 

元世祖和元仁宗时期分别制定的这两份《市舶则法》被后来学者称为“至元市舶法”和“延祐市舶法”。“延祐市舶法”

的相关则例条数从二十三条调整为二十二条，在“至元市舶法”的基础上又作了若干变动，主要体现在增加抽解比例和税率、

禁品种类，进一步规范元朝宗室的海外贸易行为，以及对违法犯罪行为的量刑等方面。两法条款之比较，在前述诸著作文章中

已经多有体现，本文不作赘述。3到了元顺帝时，政府重新颁定新法律汇编《至正条格》，“延祐市舶法”仍原文收录其中，表明

其在延祐以后的元朝中后期大体一直得到沿用。 

二、《元典章》收录及“延祐市舶法”的法律适用 

“延祐市舶法”颁行于延祐元年，从法理上讲，颁行之时即意味着“至元市舶法”显然作废，故自延祐以后，元朝海外贸

易活动及管理当以“延祐市舶法”作准。 

但是，最终成书于延祐—至治年间的《元典章》却没有将其收入其中，而仅仅收入了旧的“至元市舶法”。出现这一现象，

并不意味着在延祐元年之后，“延祐市舶法”未能生效，“至元市舶法”仍为通行的单行法规。我们知道，《元典章》是世代累

积而成的一部法律汇编，是地方胥吏和书坊商贾合作的产物，其所收录的断例并非于某年某月一蹴而就，而是历经数十载，不

断在其前版的基础上增添新颁降的条格、断例，以满足地方胥吏及普罗大众在元朝特殊的“有例可援、无法可守”的司法格局

下便利检索断例的需求。 

即使如今日所见之《元典章》，虽最终成书于延祐—至治年间，但不断增补新断例的痕迹非常明显，其《新集至治条例》部

分，便是“前集”完成刊刻后临时补刻并附录于后的部分。故此，《元典章》本身并不必然能推断出，其所收录的所有条格、断

例在此期间内均为通行有效的法律法规。4 

“至元市舶法”即属于这种情况。延祐元年后，朝廷重置广东、泉州、庆元三处市舶提举司，其职司所遵循的规范法律文

件应为“延祐市舶法”。但《元典章》却收录了旧的“至元市舶法”，而未收“延祐市舶法”。这表明，《元典章》的编辑者最

初收录“市舶”相关条格、判例的时间很可能在延祐元年以前。 

另外，《市舶则法》系专门规范对外贸易行为的法律文件，其适用地仅在于设有市舶司的若干港口城市，适用人群也仅仅针

对参与海外贸易的官民，其主要内容在于规范市舶司职权、海商贸易行为及抽解征税等。可以说，它的适用范围非常有限，只

有市舶司所在地的官吏及从事海外贸易的海客商贩才有迫切了解的需求，绝大多数《元典章》的受众——地方官吏、百姓并不

需要过多涉猎，因此，《元典章》的编辑者在后续增补中也就逐渐不重视“市舶”相关条格、判例，没有进一步增添或替换新的

“延祐市舶法”。 

有若干证据可间接支持这一观点。其一，《元典章》中“户部·市舶”的相关条格、判例有三则，分别为至元二十三年的《合

并市舶转运司》，至元三十年的《市舶则法二十三条》和至元十七年的《泉福物货单抽分》，均为至元年间来自福建行省的旧则，

其中如至元二十三年的《合并市舶转运司》，规定“百姓做买卖的每，市舶的勾当做者，依着在先体例里，要课程抽分者”[4]（卷

二二《户部八·课程（市舶）·合并市舶转运司》,P873-874），实际上就是元朝希望从海外贸易中获取一定利润的简单规定，在“至元市舶法”出台后就已经

没有意义，但仍出现于《元典章》中，并未被替换或删去。 

其二，《元典章》中《新集至治条例》部分，是延祐之后英宗至治年间最新增补的条格、断例，而编辑者却同样没有将“延

祐市舶法”等增补收入，甚至完全没有涉及市舶相关的条格、断例。由是表明，除了最初收录“至元市舶法”的编辑者外，“市

舶”相关内容并不是后续编辑者们关注和青睐的对象。《元典章》关于海外贸易事务管理的法律收录也就变成今天所见的“半成

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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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元典章》不见收录，但“延祐市舶法”几乎原封不动地从《大元通制》转录到《至正条格》中，表明在元代中后期，

“延祐市舶法”一直是规范市舶司及海外贸易行为的主要法律依据。《至正条格》中另收录有若干出台于延祐元年之后，涉及“市

舶”的条格、断例，但其所指涉的法律关系和法律行为却大致不脱“延祐市舶法”的规定范围，看起来更像“延祐市舶法”配

套的“司法解释”和“指导案例”。如表 1所示： 

表 1《至正条格》补充案例与“延祐市舶法”对照表 

《至正条格》补充案例［7］（卷二八《条格·关市·违禁下番》，P90-91） “延祐市舶法”⑤［7］（卷一二《断例·市舶》,P304） 

至元二十五年（1288）八月，御史台呈：“广州官民，于乡村籴米百

石、千石至万石者，往往般运前去海外占城诸番出粜，营求厚利，

拟合禁治。”都省准呈。 

金、银、铜钱、铁货、男子妇女人口、丝

绵、段疋、销金、绫罗、米粮、军器，并

不许下海私贩诸番。违者，舶商、船主、

纲首、事头、火长，各一百七下，船物俱

行没官。若有人首告得实，于没官物内一

半充赏。重者，从重论。发船之际，仰本

道廉访司严加体察。 

至顺元年（1330）五月，圣（诏）书内一款：“金银铜铁、良家子女，

比闻嗜利之徒、出使人员、海商市舶，下番转卖远方，并行禁止。

拘该官司，关津隘口，严加盘诘，若有违犯，依条处断。监察御史、

廉访司，用心体察。” 

（后）至元元年（1335）七月，户部与刑部议得：“怯里密丁，自徐

州等处买到北丝、铁条、人口，般赴广州市舶亭下杨舍宅内收顿，

准备下番，事发到官。廉访司已将本人断罪，其元买人口，给亲完

聚外，据丝货、铁条，合行给主。”都省准拟。 

延祐六年（1319）七月二十六日，中书省奏：“下番船只拘该行省、

宣慰司、市舶司官每，不得稍带钱物，下番买卖。如违，断罪不叙，

钱物没官，内一半付告人充赏者。在先有圣旨来。如今泉州路有的

军民官司，合关防舶商，不得夹带违禁等物，他每却稍带铁物，下

番做买卖有。似这般行呵，怎生禁约得别的？依体例合禁革。么道。

江浙省官并本道廉访司官与将文书来有，依他每说将来的，本处见

任军民官员，不教下番做买卖行的，依例教禁革呵，怎生？”奏呵，

奉圣旨：“那般者。” 

拘该市舶去处，行省官、宣慰司官、市舶

司官，不得拘占舶船，梢带钱物，下番买

卖。如违，许诸人首告，取问是实，犯人

决杖一百七下，罢职不叙，钱物没官，没

官物内，壹半付告人充赏。船主、事头不

举首者同罪。 

 

但在实际司法执行过程中，因为某些法律规定外的特殊情形的出现，却有可能使案件最终并不按《市舶则法》处理。元人

沈仲纬的《刑统赋疏》中即载有一则这样的“通例”： 

太（泰）定二年（1325）十一月，浙江省咨：舶商沈荣等告：原经庆元市舶司请给验籍，起发船只往罗斛番经纪，被贼根

赶，使至暹番，拘勒博易。就委抽分官、绍兴路总管王亚中，追究得纲首凌实所供。原情，事不获已，比不与风水，不使抝番

事例不同。其罗斛所贵细之物，获利甚重；暹番所产，止有苏木，获利甚轻。岂肯舍厚利以取轻财？推人之情，恐有未然。合

凭众证，依例抽分。本省送刑部议得：沈荣原发舶船，前去所指番邦。未至番邦，被贼根赶至暹番，拘勒博易，即得已。事有

因缘，合行移咨照勘，别无违碍，依例抽解。都省准拟。[8](P305-3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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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则通例中我们可以看到，船主沈荣在某次出海贸货时，遭遇强制交易的情形。此一事件在时人看来实属罕见。按照元

代《市舶则法》的规定，船主只能携带官府批准的货物，到指定地点进行贸易，并在规定时间内回国。违反这一贸易规定的海

商，会受到法律的严厉制裁。据“延祐市舶法”载：“如不于元（原）指所往番邦经纪，转投别国博易物货，虽称‘风水不便’，

并不凭准，船物尽行没官，舶商、船主、纲首、事头、火长各杖一百七下。” 

又载：“或有遭风、被劫事故，合经所在官司陈告，体问得实，移文市舶司，转申总司衙门，再行合属体覆，如委是遭风、

被劫事故，方与销落元给验凭字号。”[7]（卷一二《断例·市舶》,P305-306）沈荣所遭遇的，是贼人强行令之前往暹番贸易货物，从形式构成要

件看，既与因遭风而改变航向、之往他国的情形不同，也不属于“延祐市舶法”所规定的另一种豁免情形——“被劫”，“延

祐市舶法”无法调整这一事件。最后，由中书省与刑部议拟，该事件虽符合前引“延祐市舶法”中不按既定目的进行贸易的处

罚条款，但毕竟“事有因缘”，故最后只作“依例抽解”处理，并未对沈荣等人进行处罚。 

可见，在元朝特殊的以例为主的司法体系 5 下，《市舶则法》这类单行法规只能用于调整一般情形下海外贸易中存在的法律

关系。在十分重视“律意”与“人情”相结合的中国古代法律体系下，一旦法律规定中的一般情形与现实中繁荣“人情所期”

相悖时，“人情”就不得不被纳入具体断案的裁量要素中，并由此产生附属于总体法律规定但又有别于一般情形的新的断案事

例，以此补充原规定的不足。上述通例即被沈仲纬援引，用以解释“律意”与“人情”之间的关系，是对“延祐市舶法”一般

规定的额外补充。故此，即使“延祐市舶法”在元代中后期大体得到遵循和沿用，但并不意味着在海外贸易事务方面，元朝一

成不变地遵守这份《市舶则法》，而是以之为基础，在结合具体案件事由的基础上有所发展。 

三、元代《市舶则法》中的“官法同构”现象 

如前文所称，中国古代法律体系遵循“官法同构”的建构模式，其特征在因事设官、因官立法，管理规范元朝海外贸易事

务的《市舶则法》深深地体现了这一建构模式。首先，因发展海外贸易的需要，元朝在宋制基础上设立诸市舶司，管理海外贸

易事务，是为“因事设官”。在此基础上，元朝又通过制定《市舶则法》，规范市舶司的机构职能和管理权限，是为“因官立法”，

以此促进海外贸易事务秩序的稳定和良性发展。 

无论是“至元市舶法”还是“延祐市舶法”，对市舶司（乃至更高级的泉府司）及其他相关“官吏”范畴的规范是其条款

设立之首要，主要包括： 

一，确定官吏在海外贸易中的权利义务。如依例抽解征税，“粗货十五分中抽二分，细货十分中抽二分”[7]（卷一二《断例·市舶》,P304）

等；对违法行为、夹带违禁品的处罚权，如“曾停泊他处，将贩至物货转变、渗泄作弊，及抄填不尽，或因事败露到官，即从

漏舶法，决杖一百七下，财物没官”[7]（卷一二《断例·市舶》,P305）等。 

二，确立官吏对海外贸易程序的履行与监管，如：“诸处舶商，每遇冬汛北风发舶，从舶商经所在舶司陈告，请领总司衙

门元发公验、公凭，并依在先旧行关防体例填付”[7]（卷一二《断例·市舶》,P304-305），“行省、市舶司官，每岁斟酌舶船回帆之时，本省预为

选差廉干官员，比之四月已里，须到抽解处所，等待舶船到来，随即依例封堵，挨次先后抽分”[7]（卷一二《断例·市舶》,P307），等等。 

三，对特权阶层的海外贸易行为进行限定和规范，如：“诸王、驸马、权豪、势要、僧、道、也里可温、答失蛮诸色人等，

下番博易到物货，并仰依例抽解”
[7]（卷一二《断例·市舶》,P304）

，“行省官、宣慰司官、市舶司官，不得拘占舶船，梢带钱物，下番买卖”
[7]

（卷一二《断例·市舶》,P304），“下番使臣，在前托以采取药材，根买希罕宝货，巧取名分，徒费廪给，今后并行禁止”[7]（卷一二《断例·市舶》,P304），

等等。 

四，通过监察系统加强对相关机构和官吏职能履行、海外贸易事务的监管，如在查处违禁品方面，“发船之际，仰本道廉

访司严加体察”
[7]（卷一二《断例·市舶》,P304）

；在防范市舶官吏高下其手、贪赃枉法方面，“仍仰监察御史、肃政廉访司严行体察”
[7]（卷一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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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例·市舶》,P306）等。 

从这些方面可以看出，元代《市舶则法》与其说是元朝对航海贸易活动的法律规定，不如说是负责海外贸易事务官吏的规

范章程。通观两份《市舶则法》，其绝大多数条款主要落脚点在“官”，赋予了官吏所可行使的权限，同时也规范了相关负责官

吏可以做什么，应该做什么，与“民”之间形成何种互动关系，并通过“官”受规范的行为，进一步制约“民”可选择、采取

的合法行为范畴，以此完成元朝海外贸易的立法，建立元朝海外贸易制度。 

《市舶则法》对“官”行为的规范，亦意味着其保护了“民”的合法权利。其中，“抽分则例”，“不得拘占舶船”等规

定，维护了海商在贸易中的合法利益，避免官吏肆意科征，从中取受钱物，造成官商勾结，政治腐败。不唯如此，《市舶则法》

中还进一步提出官吏“不许非理刁蹬舶商”
[7]（卷一二《断例·市舶》,P304）

，从法律层面保障了海商及其雇佣人员在海外贸易中平等的法律地

位。“舶商、梢水人等落后家小，所在州县常加优恤”[7]（卷一二《断例·市舶》,P308）等要求，更是元朝法律赋予海商群体的政策优惠。 

元代《市舶则法》所体现的“官法同构”特征，有助于实现官僚体系在其授权范围内自我运作，缓解了因疆域辽阔、通信

方式相对滞后而造成的行政效率低滞问题。广东、泉州、庆元三处市舶司远离大都，在科技水平、通讯方式相对有限的古代，

朝廷难以事事遥制。以元朝公事催限为例，凡元朝公文传递时限，1000 里外为 40 日，即以最为理想的状态，离大都 1000 里外

的地方机构，若有公事需上呈都省咨禀，须于 40日内送达。[4]（卷一三《吏部七·公事·公事催限》,P507）但实际上，大多数机构根本无法做到严格

依限送达。 

以《元典章》中所载江西行省偷猪案为例，其案发时间在大德六年七月初一日，最初由江西抚州路作疑咨禀“头口”认定

问题，后层层上报至中书省，来回反复，直到大德七年三月，江西行省才收到刑部定拟的意见，历时竟近八个月。[4]（卷四九《刑部十一·诸

盗一（偷头口）·盗猪依例追赔》,P1645）
忽必烈时期，大臣胡祗遹亦曾指出：“格例虽立小事、中事、大事之限，府州司县，上至按察司，皆不举

行。纵有依格欲举行者，多不通吏事。”[9](P400） 

可见，对于元朝而言，最佳的治理模式是通过足够完善成熟的法律，授权和规范地方机构在其职司范围内实现运转，最大

程度减少因往来公文在途、机构推诿造成的政事雍滞。《市舶法则》的制定有利于解决市舶司官吏执法时无法可依的窘境，亦有

效提升海外贸易事务的行政效率。 

元代《市舶则法》所体现的“官法同构”特征，还体现在其通过法律实现规范化的权力分配，使地方机构在服从朝廷中央

统一管理的前提下，有足够自我开展工作的空间，确保中央集权、国家大一统的治理格局与地方行政效率之间动态平衡。两份

《市舶则法》均由皇帝与中书省官员，会同相关业务官员制定和修改，地方机构只能在法律规范的范畴内开展具体的业务工作，

一旦违反法律规定、超越职权，将受到相应的责罚，体现出中央朝廷对海外贸易事务的绝对控制。 

如前述所示，延祐六年，泉州部分官员在从事海外贸易时夹带铁器出洋，违反了“延祐市舶法”中“下番船只拘该行省、

宣慰司、市舶司官每，不得稍带钱物，下番买卖”等规定，为廉访司官员弹劾，最终受到中书省官员的严厉谴责。又如至正二

年（1342），针对地方行省官员和市舶司官员懒政怠政，常常不依照《市舶则法》规定，“转差司属官员抽分去的上头，贵细之

物，不行尽数抽分解纳来有”，致使替代前往的官吏从中徇私舞弊，中书省为此再次重申行省官员和市舶司官员务必于“舶船

回帆时月”亲自前往码头依例抽解税物。 

但是，只要地方机构在法律框架内行使职权，中央朝廷亦不得随意进行干预，必要时甚至要为地方机构提供协助。大德二

年，江浙省官抱怨朝廷差来的下番使臣往往“未到入去的时分早来有。比及时分到呵，骑小铺马，吃祗应，闲住七八个月”，

又有“正使臣并从人不分间将来有，但差的下海去的使臣每根底，必须应付一二年的祗应粮食，不分间正从与呵，多费钱粮”，

严重干扰市舶事务运转，“巧取名分，徒费廪给”[7]（卷一二《断例·市舶》,P304），为此，中书省专门行文禁止下番使臣提早前往市舶司吃喝

闲住的行为，要求他们“斟酌时月教去呵”
[4]（卷一六《户部二·分例（使臣）·下海使臣正从分例事》,P562）

。另外，针对《市舶则法》无法一一条列清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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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载不尽合行事理”，中央朝廷亦为地方机构的灵活施政预留空间，允许其“就便斟酌事宜，从长施行”。[7]（卷一二《断例·市舶》,P308) 

此外，元代《市舶则法》所体现的“官法同构”特征，还意味着其设范立制的对象排除了元朝辖境外的贸易对象、群体及

其行为。元朝发展海外贸易的主要目的，在于通过与海外互通有无，使官府和民众均能从中各得其利，如“至元市舶法”所称，

“市舶司的勾当，哏（很）是国家大得济的勾当”[4]（卷二二《户部八·课程（市舶）·市舶则法二十三条》,P874），而“延祐市舶法”则如前述，“在前设立

市舶，下番博易，非图利国，本以便民。 

比闻禁止以来，香货、药物销用渐少，价直陡增，民用阙乏，乞开禁事”，并无制霸、垄断海洋贸易的企图。至元二十一

年，元朝曾试图由“官自具船、给本，选人入蕃，贸易诸货”[6]（卷九四《食货二·市舶》,P2402），是所谓“官本船”制度，有官方垄断海外贸

易之嫌。但这一制度并没有过多实行，海上贸易的主旋律仍是以海商为主的自由贸易。而且，即使在试图以“官本船”垄断贸

易之时，元朝也没有禁止海外商船来华贸易的行为。这与近代某些西方国家动辄喜欢制霸海洋的思路不同。 

以英国 1651年所通过的《航海条例》为例，其制定目的表面虽在规范该国贸易港口和商船，实质却是通过打压竞争对手荷

兰等国，制造不公平的贸易环境，从而完成其对海上贸易的垄断霸权，而在元代的《市舶则法》中，看不到类似的痕迹。当然，

如果番国使臣来到元朝辖境内，利用“赴阙朝献”的机会“夹带他人物货，不与抽分”
[7]（卷一二《断例·市舶》,P307）

的，也会以漏舶论罪，

财产没官。 

事实上恰恰相反，至元三十年首份《市舶则法》的出台，可视为元朝转变其对外政策的一种标志。众所周知，元朝及此前

的大蒙古国，是通过征服建立起来的政权。自成吉思汗“以神武定天下”以来，大蒙古国及后来的元朝一直处在不断对外扩张

和征服中，先后发动了两次横贯欧亚的大西征及其他大大小小的征服战争。即使忽必烈建政以后，这种征服惯性仍然存在。在

消灭南宋，统一南北之后，元军仍将兵锋指向海外。 

元军最后一次大规模发动海外战争是至元二十九年征爪哇战役，至元三十年四月无果而终。[3](P786-803）由于长期对外战争无果，

海外诸邦亦陆续表达其朝贡贸易的意愿，故在此之后，元朝没有再向海外发动大规模战争，取而代之的是以至元三十年七月出

台的《市舶则法》为代表的海外贸易活动的展开。以商业活动取代军事活动，标志着元朝对外政策的转变，也是元朝进一步向

传统中原王朝蜕变的重要信号。 

四、结语 

中国古代海外贸易，早在先秦时期即已发轫，历千年发展，至宋元而至顶峰。元朝在宋朝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国家对航海

贸易事务的管理，在设立统一管理机构市舶司的同时，又先后在至元三十年和延祐元年出台了《市舶则法》。“延祐市舶法”在

“至元市舶法”的基础上形成，从出台之日到元末，大体沿用始终，并在具体运作中以通例形式加以发展补充。元代《市舶则

法》具有“官法同构”特征，通过规范市舶司官吏及其他“官”的权利义务，确保元代航海贸易事务的良性运作，并进而实现

规范“民”的效果。这一法律规定属于对外管理章程，其主要目的在于约束元朝官民，确保海外贸易能为官府和民众谋取利益，

而不在谋求海上霸权，因此就这个意义讲，《市舶则法》可被视为元朝对外政策由军事向商业转变的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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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中国航海》1996年第 1期），俞世峰、李远《宋元时期海上运输法中的国际私法规则研究---以〈市舶条法〉为视角》（《国

家航海》2014年第 2期），张耀华《〈至元市舶则法〉中的整治腐败条款》（《中国海关》2000年第 4期）。 

3详细内容可参见高荣盛的《元代海外贸易研究》第五、六章，第 196-271页。 

4关于《元典章》成书的情况，前人之述备矣。撮其要者，有清人所纂《四库全书总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补正》《四库存

目标注》等藏书著录提要，沈初在《浙江采集遗书总录》丁集《史部·掌故类》中所撰提要，姚鼐在《惜抱轩书录》卷二《史

录》中的提要，黄丕烈在《荛圃藏书题识》卷三《史类二》的题记，缪荃孙在《艺风藏书续记》卷四《史学第五》中的题记，

沈刻本《元典章》中沈家本的跋文，董康在《嘉业堂藏书志》卷二《史部》中的提要，莫伯骥在《五十万卷楼群书跋文·史部

三》中的跋文等。后来，元刊本《元典章》现世后，对《元典章》成书过程的探讨进一步深入，有陈垣的《〈沈刻元典章校补〉

缘起》《〈元典章校补释例〉序》，蒋复璁的《景印元刊〈大元圣政国朝典章〉序》，昌彼得的《跋元坊刊本〈大元圣政国朝典章〉》

等。近年来，又有陈高华等点校的《元典章·前言》和洪金富等点校的《元典章·序》，张金铣的《〈元典章〉研究综述》，屈文

军的《元史研究：方法与专题》等继续探讨该问题。日本学界也一度热议《元典章》的成书过程，如《东方学报》第 24册集中

探讨《元典章》诸问题。其中，仁井田陞、仓田淳之助、太田弥一郎等日本学者还试图探讨《元典章》和《大德典章》之间的

关系，以尝试构建《元典章》成书的另一种可能性。拙文《〈元典章〉成书过程再检讨》（未发表）在此基础上，进一步从《元

典章》所收条格、断例内容的时效性探讨其成书轨迹。据拙文所见，《元典章》中出现在“延祐-至治年间”失效或半失效的条

格、断例非止一处，《市舶则法》即为其一。 

5“延祐市舶法”的内容，还可见于《通制条格》卷十八《关市·市舶》。 

6与此前唐宋王朝采用的以律令为主的司法体系不同，元朝的司法体系以条格、断例为主。终元一朝并未形成如《唐律》《宋

刑统》一类律令式法典，而仅以部分单行法规和大量通行断例作为司法判决依据。其所谓《大元通制》《至正条格》，不过是这

类单行法规和通例的汇编，至多只能认为是著带有法典性质。详可参见刘晓的《〈大元通制〉到〈至正条格〉：论元代的法典编

纂体系》（《文史哲》2012 年第 1 期）。关于判例创制，可参见胡兴东的《元代司法中的判例适用问题研究》（《司法》，法律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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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 2009年版），《元代司法运作机制之研究》（《云南大学学报》法学版，2006年第 6期）；吴海航的《元代条画与断例》（知识产

权出版社 2009年版）；谢红星的《“典例法律体系”形成之前夜：元代“弃律用格例”及其法律史地位》（《江西社会科学》2020

年第 3期）等著作文章。拙文《蒙汉文化的冲突与调适：以元代判例创制为例》（《炎黄文化研究》第 19辑），对此亦有过探讨。 


